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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型”跨国婚姻的成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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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国内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西南边境的跨国婚姻。尽管东南亚女性已经分散嫁
到中国各地，然而学界尚未对特定区域接收外国新娘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聚焦中国东北地区，在描
述东北地区从婚姻移民输出地向接收地转变的同时，提出“区域文化与移民输出的反哺和反噬”框架，阐
释“东北型”跨国婚姻的成立机制。在此基础上指出，东亚女性通过婚姻的国际接力的移动实际是“再生
产领域的再全球化”，东亚形成了“结婚的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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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后，移民海外在中国东北地区 ( 以下简称东北) 逐渐兴起，随着经济的滑落，①

东北逐渐成为国际移民输出的活跃地区。② 特别是女性通过结婚移民海外已经不分阶层、不分职业渗
透到了一般家庭和个人，成为一种 “大众化”的移民模式。调查数据显示，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多
来自东北。③

自 2009年开始，笔者一直追踪调查结婚移民日本的中国女性，在访谈中对她们的原生家庭产生
了兴趣，于是来到她们的老家———东北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大
量嫁到当地，这于笔者而言是一个新的发现，同时也说明东北从婚姻移民输出地转变成了婚姻移民接

收地。东北为什么实现了这样的转变? 当地接收外国新娘的拉力机制是什么? 这是本文要回答的
问题。
首先，本文将“区域”视角引入中国跨国婚姻的讨论。众所周知，中国疆域辽阔，地域差异十

分显著，不仅有南北差异，而且有西部内陆和东部沿海的差异。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生活习惯和家
庭结构不尽相同，均有独特的区域文化。因此，在讨论中国的跨国婚姻时，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区域
中，在充分考虑地域特性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中国不同地区跨国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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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避免看漏全国范围内跨国婚姻的多样性。本文聚焦于东北，从东北的区域特性出发讨论当地
外国新娘的接收机制。其次，将东北的跨国婚姻置于东亚视域下进行讨论。鉴于东北的人口移动状
况，当地外国新娘的接收不单是移民输出地东南亚各国和接收地中国两者之间的互动，同时受第三方

的牵引，如临近东北的日本、韩国等。所以，本文将东北的跨国婚姻放在一个扩大了的移民区域链中
进行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的移民输出地和接收地两者之间，认为正是东北当地居民的海外流动，

特别是女性的外嫁直接牵引了东南亚女性向当地的流入。
本文的具体分析脉络如下。首先，对中国国内跨国婚姻移民研究进行梳理，提炼出 “西南型”

跨国婚姻模式，指出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掌握中国跨国婚姻的实际动态，特别是对北方地区出现的跨国

婚姻考察不足。其次，从区域文化和海外移民输出带来的影响出发，讨论东北外国新娘的接收机制。
最后，提出“东北型”跨国婚姻模式，指出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的国际接力导致东亚形成了 “结婚的
世界体系”。

一、中国的跨国婚姻研究

1. 主流的“西南型”跨国婚姻
中国的跨国婚姻研究主要以外国女性来华研究为主，东南亚女性的嫁入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目前

还没有关于来华外国新娘的准确统计，据推测滞留在中国的越南新娘总数超过 6. 5万人，仅广西壮族
自治区内的越南新娘就有 4万人以上。① 研究者们一方面陈述跨国婚姻的现状，分析其对国家和社会
的影响，并探索治理策略; ② 另一方面对外国新娘的生存困境③、生活世界④、身份认同⑤ 等进行讨
论。尽管内容涉及多方面，但整体上倾向于将跨国婚姻置于 “国家视角”⑥ 而不是 “国际移民视角”
下进行审视，有重“国家”轻“移动”的研究趋势。尤其是关于跨国婚姻的接收机制的讨论，多通
过总结跨国婚姻的特征体现出来，往往使用“社会基础”一词进行描述。⑦ 这样的描述只是对跨国婚
姻原因进行了“碎片化”的探讨，不但未能揭示跨国婚姻作为一种人口越境迁移行为的性质，也遮
蔽了婚姻缔结过程中除了社会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国际移动的拉力视角，对以
往关于中国跨国婚姻接收机制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出西南地区跨国婚姻的接收机制，并以此为参照

展开东北跨国婚姻的讨论。
陶自祥指出，国内的跨国婚姻研究应被置于特定场域进行讨论。⑧ 陶自祥所谓的特定场域，是指

西南边界地区与东南亚各国接壤的广西、云南等地。事实上，目前国内关于跨国婚姻接收机制的讨
论，也多聚焦于西南地区。笔者将西南地区跨国婚姻的接收机制总结为地理环境的临近、民族认同、
人口学因素三方面。
第一，地理上的临近。如果没有地理上的相邻，其他的社会因素、人口学要素不会发生作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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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在地理上的临近是该区域跨国婚姻成立的基
本条件。例如，中国与越南边界线长达 1400多公里，其中陆路边界线超过 1000公里。在漫长的边境
线上，有无数条通道或山间小路连接中越两国，地理上的邻近和边民频繁往来① 增加了跨国婚姻的

机会。
第二，民族认同。众所周知，西南地区 ( 广西、云南) 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在与东南亚各

国相接的地带有许多跨境民族。所谓跨境民族指具有共同的语言、饮食、着装和宗教等文化习惯，但
在行政区划上被国境线隔开而成为隶属于两个国家的民族。例如，广西的壮族和越南的岱族、侬族。
同源的民族和同根的文化构建起了共同的民族认同，这不但促进了边民之间的交往，而且使得边民的

国籍观念弱化。② 这种共同的族群文化引发了边境地区跨境民族之间跨国婚姻的盛行。③

第三，人口学要素。改革开放后，中国边境地区的农村人口有机会离开村庄到发达地区从事非农
产业，特别是许多村落的女孩到广州、江浙等地务工。她们中的大部分不愿再回到故乡，更不愿嫁给
当地的男性，这加剧了当地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女性的流出打破了村落原有的婚姻市场的稳定性，
使得当地男性需要在全国的婚姻市场中以更多的资源获得女性的青睐。但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相对滞后，这给该地区农村男性带来很大的婚姻挤压。由于传宗接代和家庭延续依然是核心的家
庭价值观，男性只能通过区域优势到相邻异国寻求女性资源。④ 此外，重男轻女的传统及“溺婴”陋
习⑤使西南边境地区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2000 年以来广西性别比一直超过 112，名列全国前三位。
男性多于女性是西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盛行的主要原因。⑥

除了以上所述，西南边境与邻国的经济差距，⑦ 亲属、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⑧ 也是西南
地区跨国婚姻成立的重要原因。本文将在以上拉力作用下产生的跨国婚姻称为 “西南型”跨国婚姻。

2. 东北跨国婚姻研究的缺失
目前，湖北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经常看到越南妻子的身影，⑨ 尤其是农村地区出现了大

量外国新娘。东南亚女性嫁到中国的地区已经不局限于西南边境，她们与中国男性的通婚圈逐渐扩
大，伸展到了内陆的汉族男性，瑏瑠 这种婚姻不仅跨越国境而且跨越族群。近年，尽管学界出现了一些
关于跨境跨族婚姻的分析，但研究基础依然非常薄弱，尤其是关于跨境跨族婚姻在各地的成立机制研

究非常少。在极少的研究中，学者们特别强调婚姻中介的作用。例如越南女性嫁到福建省的过程中，
追求经济利益的中介发挥着重大作用。瑏瑡 在决定结婚移民的阶段，越南方面的社会关系比中国方面的
社会关系重要，家庭与亲属的精神支持及婚姻中介的斡旋都是促成跨国婚姻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移民

中介对于跨国结婚的发生作用显著。瑏瑢 在这些研究中，虽然指出了中介在跨国婚姻缔结中的存在及作
用，但并没有综合探讨各地区接收跨国新娘的机制。
此外，这些研究的调查多在湖北、福建等省份展开，即涉及的区域有限，没有全面把握中国跨国

832 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 10期·人口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欧海艳: 《21世纪以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述评》，《南方民族研究》2016年第 5期。
陆海发: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 挑战与破解之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3期。
罗文青: 《亚洲婚姻移民视角下的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 3期。
陶自祥: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 G 村为例》，《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 3期。
刘计峰: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述评》，《西北人口》2011年第 6期。
梁茂春、陈文: 《中越跨界通婚的类型与促成途径》，《南方人口》2011年第 4期。
陆海发: 《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 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

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5期。
赵静、杨梦平: 《中缅边境地区边民日常交往与跨国婚姻的形成》，《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 6期。
郑进: 《脱嵌与悬浮: 越南媳妇的关系网络的建构及其困境———以鄂东北四村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 6期。
王晓燕: 《从民族内婚到跨国婚姻: 中缅边境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思想战线》2014年第 6期。
武艳华、陈海萍: 《无利不媒: 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 3期; 张艳霞、吴宜超: 《中柬

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2期。
武艳华、王毅杰: 《关系网络与越南女性的跨国迁移———基于福建永春的田野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 11期。



婚姻的实际动态，特别是忽略了北方地区的跨国婚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1 年 6 月，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居民与越南妇女跨国婚姻登记共计 719 件。2009 年 9 月前，哈尔滨市居民与越南妇女跨国
婚姻登记为 3件，第四季度即达到 41件; 到 2010 年 10 月左右达到高峰，当年中越婚姻登记总数就
达 577件。① 尽管东北早在 2009年就已经出现了越南新娘，但很少有学者关注东北的跨国婚姻。从
地理位置上看，东北比湖北、福建等地距东南亚更远，自然环境也与东南亚迥异，为什么东南亚的女
性会远嫁东北? 东北在怎样的拉力作用下成为了外国新娘的接收地?

二、调查概要

F县位于黑龙江省，距哈尔滨市 186公里，人口约 23万，其中汉族占 97%，朝鲜族占 1. 9%，还
有一部分其他民族的居民。该县管辖 4个镇 4个乡，共 67个行政村，258个自然屯。② 该地在抗日战
争时是日本军民的集结地之一。据统计，现定居在日本的东北遗孤和妇女大约有 10 万人，其中 3. 8
万人来自 F县。③ 特殊的历史因素促使当地居民大量移民日本，特别是女性大量流出。2011 年，200
名以上 F县女性嫁往日本，占当年 F 县结婚数量的 10%。④ 与此同时，外国女性不断嫁入当地。从
2010年初开始，就能看到 F县及周边地区男性迎娶越南新娘，到当年 7 月末大约有 300—400 名越南
新娘嫁到当地。⑤

笔者通过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的介绍，于 2015—2018 年先后 3 次到 F 县及其管辖的 2 个镇
进行了调查，每次调查时间 3周—4周。访谈范围包括女儿外嫁日本家庭的父母、当地居民、接收越
南新娘的家庭、当地的移民中介、日语学校等。共访谈了 26 个迎娶越南新娘的家庭、32 位居民、3
所婚姻中介的工作人员、1所日语学校的工作人员。笔者主要针对当地移民到日本和韩国等的整体情
况、人口结构、居民意识、婚姻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数据收集，特别是对女性的外嫁给当地婚姻市场
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访谈，涉及结婚成本、居民对移民女性的态度等。

三、东北跨国婚姻的成立机制: 区域文化、移民输出的反哺和反噬

1. 区域文化: 宽容的婚姻观
东北原是满族聚居地，在移民迁入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从清代开始，关内的

广大汉族移民与俄国、日本、朝鲜等国际移民逐渐进入东北，形成了以汉族移民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结
构。这一移民社会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初到咸丰十年 ( 1644—1861
年) ，第二阶段从咸丰十年到日本投降 ( 1816—1945年) 。清末东北人口除了原有居民和自然增长外，
由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移入的人口大致有 1000 万。中华民国建立后，华北人民移居东北的势头有
增无减。⑥ 1908—1930年，东北人口大约增加了 72%，其中 48%是移民。⑦ 1933—1940年，东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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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1200万人，其中 86%是移民。在政府、社会、民间团体的多重作用下，东北容纳了大量移
民。①

随着移民的迁入和定居，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人口混居，各种文化经过冲突、融合形成了
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等特征的东北文化。② 在家庭文化方面，由于移民最初是以个人或核心
家庭的方式而非整个家族方式进行迁移，使东北的血缘关系和家族势力比中原地区要薄弱得多。这种
社会结构特点使东北人的家族、血缘观念比较淡薄，受传统束缚较轻，热情坦率并易于接受新事物。
这些特征反映在婚姻观上，则表现为婚姻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私人感情问题，受到外力干涉相对较少，

对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之间的通婚有着很高的社会接受度。离婚同样也被视为个人的事情，来自家庭
和社会的阻力与压力较小。③ 在中国的离婚率统计中，东北地区一直高居全国首位。很多学者指出这
与东北的移民文化有深刻的关联。④ 东北相对开放的婚姻文化赋予了个人很大的婚姻裁量权，这对当
地接收外国新娘有一定的助力作用。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对迎娶外国女性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
排斥，反而能够给予理解。

2. 移民输出的反哺: 对婚姻移民的“认知”
1972年中日邦交的恢复，推动了在东北的战时遗孤和妇女回日本寻亲的归国潮。1989 年日本对

移民法进行了修改，进一步扩大了接收战争遗孤的范围。蘭与高野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东北战争遗孤
回国不仅是因为怀念家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日本寻求更好的经济和教育机会。被从中国邀请回日
本的除了战争遗孤本人之外，还有其“家庭成员”。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北和日本间建立起了
复杂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具有两种功能，第一，信息功能，向东北传达了日本社会的信息尤其
是经济方面的信息，让当地居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产生出了只要移民日本就会致

富的幻想，煽动了当地人的移民欲望。第二，工具功能，为想要移民的东北亲戚和朋友提供了无偿或
有偿的移民手段，致使大量东北居民移民日本。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崛起，东北的
朝鲜族居民开始移民韩国。随着信息回流及移民网络的发展，移民范围逐渐扩展到当地一般居民。
在族群文化、地缘位置、历史渊源、移民网络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下，东北居民早早就对越境移民

有了认识，尤其是了解通过商业网络移民海外的路径，甚至对中介费用的市场行情都有动态的把握。
村里很早就有人去日本和韩国的，现在嫁过来了越南媳妇，我们不觉得奇怪。村里的女人都

嫁到国外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娶外国媳妇。(村民 C)
早些年都去日本和韩国了，现在也有去的，出去以后都往家里寄钱。她们 ( 越南女性) 和

中国女 (性) 的出去 (海外) 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和家里来的。(村民 A)
通过上述访谈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对于越境移民，特别是对女性通过婚姻中介实现越境移动没有

排斥或者不接受，对嫁入当地的外国新娘并没有感到过多的意外和陌生。不但如此，居民把外国女性
的嫁入与中国女性的外嫁看作同种性质的行为。笔者认为，当地对外国新娘开放的态度是东北作为移
民输出地被“反哺”的一种表现。所谓“反哺”，指长久以来东北向海外输出移民的过程中沉淀下了
一种公共的“认知”。这种“认知”包括对跨国移动行为本身的知晓、对移民途径的耳闻、对移民动
机的理解。在这种“认知”的指导下，当地居民对婚姻移民有了知晓，同时也认识到他们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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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婚姻市场上寻找结婚对象。不但如此，对到来的外国新娘能够持包容的态度，甚至能够透视她们
嫁到当地的动机。总之，在常年的移民输出过程中，在当地建立起来的公共 “认知”潜移默化地助
力了对外国新娘的接收。

3. 性别化移民输出的反噬
东北女性结婚移民海外已成为当地的一种 “常态”，这种性别化的人口外迁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

口性别结构和婚姻文化，同时引发了当地居民对中国女性的再评价。本文将这一系列变化称为 “性
别化移民输出的反噬”，这种反噬也是拉动东南亚女性流入东北的力量之一。
( 1) 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 男多女少的困境
女性婚姻移民不同于家庭移民或劳动移民，她们不是家庭式迁移，也不是移出一段时间后再环流

回出生地。对于移民输出地而言，婚姻移民是人口净流出，而且是永久性的流出。与家庭移民和劳动
移民相比，婚姻移民对输出地的意义完全不同，其给输出地带来的不仅是性别权利关系的调整或重

组，① 更主要的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婚姻市场变动。笔者在 F 县 D 村调查时发现，当地 20—35 岁的女
性大多结婚移民去了日本和韩国。

村里的姑娘都嫁到国外去了，一个带一个，有的是互相介绍，有的是自己找门路 ( 一般为

商业中介)。别说没结婚的姑娘了，就是结过婚离过婚的女人也出去，就剩下年轻的小伙了。现
在很不好找对象，家里条件若是好点还能好找些，如果家里条件不好，那可就难了。村里离过婚
的男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才找外国的，都是没有办法了。(村民 L)
在 F县，嫁到海外的女性的年龄层跨度非常大，并非只限于年轻女性，亦有中年的再婚女性。

一些村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村里“女性不足” “男性结婚难”问题突出，甚至出现了 “光棍
村”。在 F县城里和周边村庄，无论是适婚期的初婚男性还是有离婚经历需要再婚的男性都面临着结
婚压力。在当地甚至出现了初婚男性与再婚女性的婚配组合。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与家庭文
化下，有婚史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并不具有竞争优势，然而在性别失衡的 F 县，这种与中国传统相
悖的婚配模式已悄然出现。而且据当地居民的介绍，即使是二婚女性彩礼也依然高昂，她们在婚姻市
场上依然具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丝毫没有因为曾经的婚史而影响在婚姻市场上的交涉力。调查发现，
在 F县二婚女性的彩礼也需 10万元左右。这种与传统婚配模式相悖的现状正是当地性别化人口外移
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的写照。不协调的人口结构为当地外国新娘的接收创造了空间。
( 2) 男性的双重压迫: 结婚成本的高昂与性别文化的调转
在中国，“嫁娶婚”仍然是主要的结婚形式。在婚姻缔结的谈判过程中，一般是女方提出聘礼要

求，对男方来说这是硬性要求。与聘礼相比，女方的嫁妆不是硬性要求。男方不仅要支付聘礼，还要
建新房，与男方相比女方的婚姻支出要少得多。② 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父母对孩子的抚养始于生、终
于婚，等到所有的孩子结婚以后，才算是完成了作父母的责任。③ 也就是说，中国结婚费用的负担者
不是结婚者本人，而是其父母。所以一个未婚男性的经济实力，并不是指其本人的经济状况，而是指
其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能否结婚或者能迎娶怎样的女性，多由父母的经济能力决定。在东北农村，
农业是支柱产业，拥有的土地规模是衡量一个家庭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土地资源丰富的家庭在当地

的婚姻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反之，则不具备强有力的交涉力，甚至受到排挤。
在 F县，楼房、汽车、土地是结婚的必备品，男性的彩礼成本一般在 20 万—30 万元，然而当地

农户的平均年收入只有 3万—5万元。在调查的 26个家庭中，有 23 个家庭的父母坦言无法承担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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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婚费用，高额的结婚费用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在当地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此高
昂的结婚成本与当地女性的稀缺有直接关联。人口结构的失衡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
特别是在彩礼的商讨中决定权完全由女方掌握，而且要价高昂。经济处于底层的男性被排除在婚姻市
场之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迎娶外国女性。据婚姻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F县迎娶外国女性的成本
大约在 5万左右 ( 包括去国外的旅费和中介费) ，远远低于迎娶中国女性的成本。
除了高昂的结婚成本之外，在男多女少的环境中，社会性别因素也格外凸出。笔者发现，一部分

经济条件尚可的男性因超过了当地的适婚年龄而得不到中国女性的青睐。在 F 县，迎娶外国新娘的
男性多集中在 27—35岁，与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 男性 22 周岁) 相比，他们是 “高龄”群体。不
仅结婚年龄被挑剔，一位女性在诉说侄子的婚姻时提到了以下情况。

我的侄子在日本工作了 3年，攒了一些钱。正是因为在外工作了 3年，年龄稍微有点大，在
这就不太好找媳妇。侄子脸上有些青春痘，当地的女孩就因为这个看不上他。现在就是女孩子少
了，男孩子很不好找对象。如果是在以前，哪有对男孩子的相貌这般挑剔的。只要男孩经济好，
哪会在乎脸上长不长痘。(访谈者 M)
调查发现，在 F县除了传统的经济条件要求之外，年龄、婚史、容貌这些原本附加在女性身上

的父权制束缚，调转了方向指向了男性。在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上，男性面临着双重的不利。
( 3) 对中国女性的再评价: 女性信用危机的招致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里，离婚对女性而言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但在 F 县笔者却发现了相反的

现象。离婚不但不会令女性恐慌，反而出现了女性自己主动提出离婚的情况。
现在的媳妇，在家里一点委屈受不得，如果有一点不满意她可能就提出说要离婚。媳妇在家

里厉害得很，现在家里都是媳妇说了算。我们家原来的 ( 中国) 媳妇的娘家亲戚先出去 ( 去国
外) 了，回来说在国外三个月挣的钱比家里一年的收入都多，媳妇慢慢得就开始嫌家里穷，然

后就离 (婚) 了，孩子 (孙女) 一直是我跟孩子奶奶看着。村里有很多女人离婚走的 ( 去国
外) ，现在中国的女人照样不可靠，说离婚就离婚，还不如外国媳妇。(访谈者 Q)
随着中国女性远嫁海外的增多，特别是离婚女人的成功外嫁，在当地流传着女性即使离婚带着孩

子也可以在国外找到伴侣的消息。这些被散布出来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女性的婚姻意识。如
果夫家经济条件差或者与公婆关系不融洽，她们不会像以前的女性为了家庭和孩子而忍耐，而是自己

提出离婚，并很快付诸行动。
在中国，孩子的存在是婚姻能否维持的重要条件，① 孩子是阻止离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 F县调

查发现，对当地的女性而言，移民海外是可以与孩子相匹敌的事情。在访谈的家庭中，很多都是有孩
子的母亲为了移民而置孩子于不顾毅然选择离婚。当地居民对未婚女性的移民行为持赞同或中立态
度，认为这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是对为了移民而抛弃孩子离婚的女性，人们一致表示
反对。
然而这样的女性却络绎不绝，长此以往居民逐渐对中国女性的婚姻忠诚度提出质疑，认为她们的

家庭责任感极低，对她们的不信任也油然而生。这种对中国女性的不信任给外国新娘的嫁入提供了机
会。由于有外国新娘离家出走的先例，当地居民普遍认为迎娶外国媳妇存在风险，但在中国女性不顾
一切远嫁海外的现实面前，居民同样也深刻意识到，即使是中国女性也有被离婚的风险。既然同样都
存在风险，他们也愿意尝试迎娶外国女性。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东北的经济状况也是居民将视线转向国际婚姻市场的原因之一。2014 年以

来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处在全国后五位，到 2017 年东北经济规模占全国的比重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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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① Danièle Bélanger和 Guillaume Haemmerli曾到嫁到海外的越南女性的家乡进行调查，发现当
地的结婚模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当地内婚变成了从较远省份迎娶新娘，以补充当地女性远嫁海外

带来的新娘不足。② 鉴于东北的经济状况，当地的男性通过区域优势吸引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嫁入似
乎不可能，所以只能迎娶国外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女性。

四、“东北型”跨国婚姻与东亚 “结婚的世界体系”

东北宽容的婚姻观及移民输出带来的反哺与反噬成就了当地的跨国婚姻。东北跨国婚姻的拉力机
制与西南完全不同，尽管同样涉及了人口学要素和区域文化因素，但具体情况不同。从人口学要素来
看，东北的性别结构失衡来自于当地居民的海外移民，特别是女性通过结婚移民海外而不是女性的国

内流动。从区域文化来看，西南是共通的族群文化引发了民族认同，东北却是在移民混居的土地上衍
生出了包容的婚姻文化。此外，东北常年作为海外移民的输出地，在此基础上沉淀出的对婚姻移民的
公共“认知”，以及性别化移民输出引发的对当地女性的信任危机，给当地外国新娘的接收提供了机
会，这些是“西南型”跨国婚姻所没有的。总之，东北外国新娘的接收是基于当地独有的区域特征
产生的社会现象，本文将其称为“东北型”跨国婚姻。
目前，中国很多省份出现了跨境跨族群婚姻，但鉴于各地的文化和人口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可以

推定其接收机制断然不一致，所以本文提出将 “区域”视角引入中国跨国婚姻的讨论，以展现各地
机制的特性和中国跨国婚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中国境内来看，东北从婚姻移民输出地转变成了婚姻移民接收地。但从东亚来看，东北是一个

缩影，一个向世界输出移民而导致输出地人口资源干涸的缩影。一直以来，女性作为再生产领域的担
当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即 “再生产领域的全球化”被热议。③ 本文认为，东北跨国婚姻的接收
意味着在东亚开启了新一轮的婚姻移民，这实际是再生产领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轮资源调配之后

又开始了第二轮资源调配，即“再生产领域的再全球化”。
在东亚，这种区域范围内妻子供给宛如一场接力赛，接力赛的第一棒由韩国和日本递出，接棒国

是中国; 第二棒由中国递出，接棒国是东南亚各国。在东亚的女性婚姻移民的国际接力赛中，接力棒
传递的方向性俨然是世界体系的再现，即从 “中心”到 “半中心”再到 “边缘”，笔者将这种移动
秩序称为“结婚的世界体系”。现在手握第三棒的东南亚各国，今后是否会把接力棒递出，或者说递
交到哪里? 是继续按世界体系纵向递交下去还是产生其他顺序的交接，譬如横向平行的交接，是需要

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问题。今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和地区的人口变化以及区域内政治和经济
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女性的跨国婚姻接力”和 “结婚的世界体系”在局部发生序列变动或重组，
东亚国际结婚市场的动向值得进一步追踪。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序列化的国际结婚体系中处于最后接棒国底层的男性，他们不仅被边缘

于本国国内的婚姻市场，同时也被挤到国际婚姻市场的最底端，双层的边缘极可能导致他们永久地丧

失结婚机会，他们的婚姻问题是需要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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